
38 | 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规划

"Ecological-Social-Livelihood" Coupling Adaptation in the Habitat of "Zhiguo 
Ethnic Group" Settle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Dulong River Basin

“直过民族”聚落人居环境“生态—社会—生计”
耦合适应研究*——以独龙江流域为例

张子灿   高梦瑶   周政旭    ZHANG Zican, GAO Mengyao, ZHOU Zhengxu

“直过民族”指在我国云南等地，由原始社会末期等社会形态直接过渡到当前状态的傈僳、怒、独龙等少数民族。滇西

北边陲的独龙江流域是“直过民族”之一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其地域的单元性以及跃进式的历史进程使得该地

区的聚落人居环境研究具有典型意义。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梳理等方法进行比对印证，在河谷、小流域、村寨3

个尺度上论述独龙族人居环境的时空变迁，并探讨其聚落营建历程中核心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独龙族

以生存压力为主导形成了典型的山地聚落格局，并在游耕散居转为农业聚居的过程中不断调适其人居空间与社会组

织。独龙族聚落作为独立的人居单元，在长中短时段的不同因素影响下构成多尺度嵌套的空间体系格局，并在形成与

演变过程中建立起“生态—社会—生计”相耦合的适应机制。

The term "Zhiguo ethnic group" refers to the Lisu, Nu, and Dulong ethnic groups in Yunnan, China, which have directly 

transitioned from the late primitive society to the current state. The Dulong river basin in northwest Yunnan is the main 

settlement area of the Dulong people, one of the "Zhiguo ethnic group", and the unitary nature of the area and the leapfrog 

historical process make it typical to study the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his are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of the Dulong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at three scales: river valley, small watershed, and village, and explores 

the cor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settlements through field surveys and ethnographic 

textual combing.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ulong have formed a typical mountain settlement pattern driven by subsistence 

pressure, and have been adapting their human living spa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hifting from nomadic to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As an independent habitat unit, Dulong settlements form a multi-scale nested spatial system patter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short to long term, and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they establish 

an ecological-social-livelihood coupled adaptation mechanism.

人居环境；适应性；独龙族；时空变迁；河谷

human living environment; adaptation; Dulong ethnic group; spatial and temporal changes; river valley 

文章编号 1673-8985（2023）02-0038-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230206

摘      要

Abstract

关  键  词

Key words

作者简介

张子灿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博士研究生
高梦瑶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

博士研究生
周政旭（通信作者）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zhouzhengxu@tsinghua.edu.cn

0  引言

传统聚落在长时段历史中的空间格局演

变蕴含了独特的适应性逻辑，其中“直过民

族”聚落因其地域单元性和跃进式历史进程

使其人居环境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直过民族”

是指在政府的帮助下采取特殊的“直接过渡”

方式，实现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直

接跨越到社会主义的少数民族。他们生产生活

所在的区域就称为“直过民族”聚居区，简

称“直过区”[1]。我国的“直过民族”往往分

布在生存压力巨大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恶劣导

致其生活条件落后、维持生计艰难并且社会结

构极度原始。这些压力源伴随着人们的适应性

活动，共同塑造着整个“直过民族”的聚落空

间及文化形态，对他们的生活具有长期且重要

的影响。独龙族是云南省西北部的独龙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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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世居民族，其居民大多分布在贡山独龙

族怒族自治县第四区的独龙江两岸，是我国重

要的“直过民族”之一。独龙江流域是典型的

高山峡谷地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地理环境

十分封闭，生存环境恶劣，所以独龙族的聚落

一般选址于江边台地上（见图1）。极端的生态

环境导致该地区交通闭塞、生产力低下，使得

独龙族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

会[2]。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社会的发

展，独龙族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实现了历

史性的跨越，整个民族由原始社会直接步入社

会主义社会，其社会形态和生计模式的改变促

进了整个聚落人居环境的变化。

“直过民族”聚落人居环境的营建需要优

先保障生存与繁衍，其适应性机制是对这一核

心需求的回应。从古代到近代的大部分时间，独

龙族的生计以农业为主，林牧渔业作为生产辅

助。由于耕地的缺乏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村庄

内部的经济制度与文化价值也都处于集体生产

和集体平均阶段。这导致独龙族人没有多余的

生产资料和能力来进一步改造、适应生态环境。

基于生产条件及科学认知的落后，独龙族人对

自然环境充满了原始崇拜，封闭的环境最大程

度地保持了其民族文化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独龙族在生产关系及生产力方面经过

国家政策的引导，完成了从原始农林牧渔的公

有制到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过程。

空间环境作为这些经济、文化活动的存在基础，

与人的关系和活动随之发生了适应性的转变。

目前，国内外对聚落人居环境的适应性

研究从单要素分析走向多指标综合评价，聚落

人居环境的多耦合适应机制和时空演变特征

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适应性理论最初

来源于系统科学并被运用到生态学领域，在

Holling[3]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SESs）基

础上恢复力联盟构建了适应性循环框架。随

后，Walker的模型揭示出系统演化中的阈值

效应及多稳态机制。这些研究为聚落人居环境

的多层级、多阶段的演化过程及机制分析提供

了理论依据。温晓金、王少剑等[4-5]主要通过复

杂评价体系进行耦合模型测算，揭示气候变化

与城镇化等干扰因素下城镇和农村的适应性

路径及时空演变。此外，在人地关系紧张、乡村

旅游业发展、制度变更等影响下的贫困区或

农村适应性转型及内在机制等领域也有大量

研究[6-7]。部分学者强调区域、聚落和建筑层面

的多层级网络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等[8]。然

而，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来

对不同层级、对象的适应性进行探讨，少有研

究将生计作为主要因素融入这一理论体系，研

究多重压力冲击下人居环境的适应性。

考虑到“直过民族”需要直面巨大的生

存压力，与之相适应的生计模式是聚落形成演

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及物质体现[9]。赵雪雁、刘

永茂等[10-11]探讨了乡村地区的生计策略选择

与适应性作用过程，陈佳等[12]揭示了乡村体制

转换与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性演化。这些都说

明生计模式是聚落空间格局演变的基础影响

因子。尤其是相同的生态环境基底下，“直过民

族”在外部强有力的影响下，社会结构及生产

方式的巨大变化导致核心生计模式发生了改

变，从而影响聚落人居环境整体结构的现实基

础。本文以独龙族聚居区为例，研究“生态基

底—社会结构—生计模式”耦合的适应性模

式下的“直过民族”人居环境，进一步探明影

响其聚落形成与演变的关键因素，旨在为“直

过民族”聚居区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建议。

1  聚落人居环境的历史研究和独龙江

地区的典型性

1.1  人居环境

聚落是村寨及周边自然环境在生产生活

中不断相互适应而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人居环

境也成为各层级、各部分间影响机制的整体性

体现[13]。人居环境学提倡从更广的视角去系统

性地研究聚落，强调研究对象与各层级间的联

系，因此具有高度整体性和内部关联性的流域

河谷可以作为单个人居单元进行研究[14]。山地

民族聚落往往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一个河谷

中的民族聚落人居环境因为相似的自然环境

而通常在水平方向呈现分布的一致性，又由于

垂直方向巨大高差导致的不同特征而增加内

部多样性[15]。

1.2  长时段历史观

聚落人居环境的演变必然伴随着自然、

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长时间的影响与相互

塑造，所以引入长时段的历史观有助于推演聚

落营建中不同阶段的历史情境并解析其中的

关键因素[16]。长时段历史观来源于法国第二代

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的研究。他在《地中海

与菲力浦二世时期（1551—1589年）的地中

海世界》一书中赋予时间以纵深性和层级性，

从宏观整体的角度解释了历史发展的进程[17]。

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3个层级，并提出与

之相适应的影响因素[18]。第一种“长时段”历

史对应“结构”，结构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

石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如地理、气候、

社会组织等人居环境基础构成具有深远的长

期影响；第二种“中时段”历史对应“局势”，

局势指人口消长、生产方式变革等对历史具有

图1 独龙江河谷及传统村寨
Fig.1  Dulong river valley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40 | 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规划

直观作用效果的周期性变化因素；第三种“短

时段”历史则对应自然灾害、战争等突发“事

件”，对整个历史仅有短期影响。

从长时段历史观的视角出发，“直过民族”

聚落的人居环境首先受到自然环境和地形等

“结构”制约，决定了选址、营建等“长时段历

史”的基础模式。随后人们在经营的过程中因

为人口消长、技术改进等因素对聚落人居环境

的不断调适、拓展，形成“中时段历史”中较为

稳定的影响。聚落发展中灾害等突发事件对族

群产生“短时段历史”影响，增加了内部社会、

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所以本文需通过地理信

息和文史资料分析得出3个时段的核心影响因

素，进而探索聚落人居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机制。

1.3  独龙江流域单元的典型意义

（1）地理及人居的单元性

独龙族主要生活的独龙江区域位于云南省

的西南边陲，处于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带。独

龙江区域历史上交通闭塞，其典型的垂直立体

气候导致山岭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被大雪封住，

使得独龙族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都

保障了独龙族社会文化的原初性，为研究山地

民族聚落人居环境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2）生存压力与人居环境脆弱性

独龙江河谷山崖陡峭，水流湍急、潮湿闷

热，平地非常稀缺且容易遭受洪涝灾害，独龙

族人只能将民居分散盖在山坡的台地上。区域

内到处是原始森林，耕地的缺乏导致独龙族处

于半游牧半农耕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的生产

方法需要大片的土地轮歇耕种，所以人们经常

散居在山林中并不断进行小范围迁徙。林中蚂

蝗、毒蛇众多，这为独龙族人的日常生活和采

摘活动带来困难。

（3）压缩了的社会和技术演进过程

独龙族的社会发展及技术提升经历了从

原始社会后期水平到社会主义初期水平的巨

大飞跃，将原本漫长的历程压缩在数十年时间

内，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囿于生产

力的低下和生产工具的缺乏，独龙族人早期长

时间处于粮食匮乏、居无定所的原始社会状

态。直至20世纪50年代，外界为独龙族带去更

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开垦工具，帮助他们开垦了

许多水田从而保障了独龙族人民的温饱。近几

年随着脱贫攻坚行动的完成，独龙族人的生活

条件基本已经与外界城乡居民无异。

2 独龙江聚落人居环境

2.1  河谷层面聚落选址及营建

从区域的视角来看，独龙族在一定的自然

生态环境下发展出具有独特适应性的文明，使得

这一空间不单是地理层面的聚落环境，也是具有

人类文化共性形态的文化区，两者综合构成的系

统相互作用成为典型的“人居基本单元”[19]。

在地理层面上，独龙江河谷为高山峡谷地

貌，两侧是陡峭的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中间

的独龙江落差大而水流湍急。河谷在垂直特征

上差异较大，山地的海拔多在3 500—5 000 m，

而河谷与岸边台地海拔多处于1 000—2 800 m

之间，导致其气候呈现出巨大的立体差异。该地

区日照少、湿度极大，陡峭深谷中特殊的气候环

境是地质灾害频发的重要原因。从水平特征上

看，独龙江作为主要干流较为直窄，整体山地、

台地、河流的形态呈现平行的空间格局，仅少数

小支流穿过河谷向四周扩展。

聚落选址作为族群存续的关键，往往受

到地理环境的极大限制，其营建过程也是生

存模式的具象化体现。在贡山各地的历史传

说中，独龙族由怒江地区迁徙而来，先民因为

狩猎活动发现了可供定居与耕种的平坝，周

边的森林也可供人们游猎、采摘。这说明对于

早期的独龙族先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耕地

缺乏导致其粮食不足，狩猎作为重要的生计

来源成为他们迁徙的原因之一。根据族中老

人叙述的族源迁徙过程，独龙族先民最初在

独龙江上游地区居住，随后一部分向南迁至

学哇当和莫底地区。独龙族流域的聚落常常

位于台地上，平地的缺少使得农牧业的发展

受到限制，因此独龙族利用周边环境形成了

原始的游牧社会，不同氏族在半山地带的台

地上散居。道光《云南通志》卷记载：“俅人，

沧江大雪山（怒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

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更

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

之民。”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独龙族在最

初的聚落营建中对周边环境的改变较少，更

多的是主动适应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

随着人口增多与父系家庭组织的形成，同一

大家庭或氏族的人聚居形成小的聚落。在此

基础上，独龙族因为耕地、游牧的需要进行扩

张或迁徙，逐渐在河谷流域形成高度相似的

人居文化区。

2.2   小流域层面人居环境空间格局及社会

组织变迁

独龙族在复杂的自然环境压制下，以血

缘聚居为中心形成了山水林田村的人居环境

空间格局，而区域的封闭性阻隔了各民族之间

的交流，使得其小流域内部保留了原始的文化

特征。本文以孔当村到巴坡村之间的小流域为

样本，研究独龙族聚落人居环境空间格局和社

会组织的时空变化。

独龙族的社会组织变迁大致可以分为氏

族、父系家族和个体家庭3个阶段。在最初远古

时期的氏族阶段，人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

生存的共同体，各个家族之间有相互援助的义

务。同一氏族的人们分别居住在一个小流域内

相邻的自然村中并共享打猎区域，但人口增长

和生产力发展等原因使得氏族组织分裂成为

不同的大家族。直至20世纪50年代，独龙族社

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都以父系家族作为主

要形式存在，上游地区尤其如此。《云南史料丛

刊•怒俅边隘详情》中记载：“唯上下江均系地

广人稀，恒三五十里始得一村，每村居民多至

七八户，少至二三户不等，每户相距，又或七八

里十余里不等。”[20]这个阶段独龙族以父系为

主的家族公社往往聚居于一个自然村中，每一

个家族公社由两至三个父系大家庭组成，不同

的大家庭分散居住在河谷岸边的台地或盆地

上。独龙人整个大家庭不分家，往往几代人居

住在有两三个火塘的长屋里，一个火塘即代表

一个小家庭。他们在房屋周边开垦小块的固定

田地，整个家族聚落被周边山林环绕。这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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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式的社会组织方式形成了基于血缘关系的

自然村，但由于生存的压力，此时的聚落还没

有形成比较巩固的定居状态且规模相对较小。

解放后随着居住条件和生产技术的改善，独龙

族社会已经由氏族、家族转变为主要以核心家

庭为社会单元的聚落组织，但独龙人原有的亲

属制度仍然在独龙社会中起着维系社会整合

的纽带作用。2010年以来，政府将独龙江流域

的村庄进行了集中搬迁和安置，将新的村寨布

置在流域的小平坝地带，并提供了必需用品以

保障独龙族人民的生活。发展至今，逐渐形成

了由迪政当、巴坡、龙元、献九当、孔当和马库6

个行政村构成的独龙江河谷聚落群体系。

小流域中独龙族聚落社会组织与自然环

境相互作用，聚落的规模逐渐增大且在垂直

空间上具有一致性特征，逐步确立了特定的人

居环境空间格局。其中，自然环境从下到上可

以概括为河谷盆地、山间平地、山顶游牧地区。

下层为河谷盆地地区，在独龙江较为平缓的区

域，人们可以进行小体量的房屋建设，并开展

捕鱼等生产活动。中层的山间平地是主要聚居

区，人们利用周边山林提供建材和耕地来保障

生产生活活动。这为独龙族聚落的营建和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据点。上层为游牧区域，以连绵

完整的山林为主，人们在其中打猎、放牧和采

集，对这些区域进行拓展时往往容易受到垂直

气候变化的牵制，有较大的局限性。

2.3  村寨人居环境构成和生计模式演变

聚落人居环境不单是村庄中的建筑物及

其组合，还应包含外部的自然环境。在巨大的

生存压力下，聚落空间中不同的要素与独龙族

人的生产生活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了“山水林

田村”的基本山地人居环境格局。

在《雍正云南通志》中记载了“俅人丽

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

居山岩中”。这说明独龙族在古代处于较为原

始的社会阶段，人们散居在峡谷中以采摘游猎

为生，一部分人仍然处于穴居、树居等最早的

居住形态。随着聚落人居环境中的耕地开荒及

居所固定，独龙族人民在与自然环境的长期斗

争中积累了生产经验，形成了传统的农耕与游

猎相结合的生计模式。根据上下游环境的不

同，独龙族聚落发展出了木垒房和竹篾房两种

主要的干栏式建筑作为传统民居，房中均会设

立火塘用于烹饪、取暖和除湿。上游地区的气

候相对干燥且受到纳西族和藏族的影响，在相

当长的时期里以树木砍成的方木堆砌成的木

垒房为主（见图2-图3）。其建造较为复杂，耗

费工料也较多，一般不轻易遗弃。独龙江下游

水量充沛、湿气大，已经全部发展为干栏式的

竹篾房，即“千脚落地房”。其特点是支撑室内

地坪的柱子较细，既多且密，四壁以竹篾围护，

上覆茅草，十分简陋[21]。独龙族以前盛行三四

代同居一室的原始共产制大家庭，属于家长制

家族。儿孙结婚后不分居，紧接着原来的住宅

加盖一间房，依次排列成一行，最多可以有十

多间。每个火塘即代表一个小家庭，在这种大

家庭内部实行火塘分居、主妇管仓、轮流煮饭

及主妇分食等特殊制度。随着人口的增多及家

族的壮大，许多氏族以血缘家族关系联系起来

形成家族公社，随后进一步扩大为区域性的氏

族集团，并稳定居住在一块地区。

独龙族耕作的土地类型分为4类：轮歇的

火山地、半固定的水冬瓜地、固定的手挖地与园

地[22]。由于生存环境恶劣且山坡开荒难度大、储

存肥料难，独龙族主要在向阳、坡度小的地方开

垦火山地，土地采取轮耕的方式，一般是耕种1

年，丢荒4年，如果遇到歉收或其他原因，便会全

家迁往别处居住。独龙族也常在居所周边大片

种植冬瓜树，其生长速度快且环境适应性强，不

但有助于轮歇地休养生息，还能作为独龙族房

屋的建筑材料。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轮歇与

半轮歇较为普遍，不固定耕地与固定耕地混合，

通过人工干预的方式不但可以减少轮作的间

隔时间，还能缓解游耕对土地与山林的消耗。此

外，高山的森林可以供人们狩猎野猪、松鼠等，

并提供野菜、山菌为食物。独龙江流域的河流较

为湍急，山底的河谷在春夏时期会有成群的冷

水鱼，此时独龙族人会进行各种捕鱼作业。但由

于生产工具、生产力及知识储备的限制，人们在

这一时期没有进行水田开垦和种植。

在特定的历史机缘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图3 独龙族传统木垒房测绘图纸
Fig.3  Map drawing of a traditional Dulong wooden hous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独龙族传统木垒房照片
Fig.2  Photos of traditional Dulong wooden hou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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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后独龙族生产技术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

通过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引进，村寨开辟了大批

的水田、火山地、水冬瓜地等，聚落人居环境的

空间布局随之发生了巨大转变。此后独龙族开

始拥有水田和固定的耕地，促使独龙族人由采

集渔猎和半农业生产的原始散居状态逐渐转

向农业聚居社会。目前独龙族人都住在政府建

设的集中安置点，房屋在保留了独龙族民族特

色的同时引入许多具有现代功能的设施，满足

了人们对生活生产的需求。此外，因为直过区

与我国西南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和高原复

合侵蚀等生态脆弱区部分重合，所以目前政府

多采用退耕还林政策。虽然部分农林生产依旧

延续，但更多的收入来源于药用植物的种植，

如重楼。政府会组织相应的培训，并构建农村

合作社来保障保底价格的销售。独龙江人民也

有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等。同时，独龙江区域也

在逐渐向生态旅游产业发展转型。

3  人居环境的“生态—社会—生计”

耦合适应性

通过空间信息收集和文本梳理，本文在

不同尺度上分析了独龙族聚落空间形态特征，

展示了生存压力对独龙族聚落营建与发展的

制约和塑造过程，揭示了以生存为核心的聚落

长期发展中的“生态—社会—生计”耦合作

用机制。这一机制可以从3个主要因素的作用

过程和其耦合协同效应来详细解释。

3.1  生态环境的制约与引导

宏观尺度上复杂的地理环境限制了独龙

族聚落选址的可能性，并引导其形成山地聚居

的基本格局，所以生态基底作为长时段的结构

性因素对独龙族人居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见图4）。独龙江河谷属于横断山脉区域，两侧

山地高差极大且坡度陡峭。这迫使独龙族人在

垂直空间上仅能在为数不多的山腰定居。聚落

视野开阔，这样不但利于聚落安全，还能利用

周边环境资源满足生活需求。在独龙族与生态

环境长时间相互适应的过程中，人们根据垂直

生态环境的不同发展出各类生产活动。这些耕

地和食物资源为村寨的开辟与扩张奠定了物

质基础。

此外，独龙江流域缺乏较大的支流来分担

区域内的生存空间压力，聚落选址基本都平行

于河流和山脉形成线性的散落式布局。随着人

口增长与轮耕火山地的缺少，生态环境因素再

一次限制了族群的发展，独龙族被迫向周边平

行迁移，并初步形成了聚落沿河流分布的空间

格局。在村寨集中安置后，为了保护区域生态

采取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引导聚落环境走向生

态可持续的道路。最终，独龙族聚落人居环境

在生态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沿水平方向的流

域分布与沿垂直方向的垂直分层，并在时间积

累中形成沿河谷流域的氏族亲缘聚居。

3.2   社会组织的塑造与发展

聚落人居环境的塑造是社会、文化和自

然相互协同的过程，独龙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经

历了氏族组织到父系家庭再到个体家庭的社

会变迁，这对村寨的空间形态特征和生产生活

方式具有重要影响（见图5）。在初期的原始氏

族组织阶段，独龙族人会在同一小流域范围内

定居，在族长领导下共同生活并分享土地和猎

区。这种集体性的血缘集团塑造了小范围的人

居环境规模，既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使得

独龙族人以小聚落群的形式保障了生存繁衍

的需求。由此可见，小流域不单是独龙族聚落

赖以生存的空间基础，还是一个独立、基本的

社会组织单元。

随着氏族内的各家族分散而居，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形成了以父系家族为单位的社会组

织结构。在父系家庭组织的影响下，流域内形

成了多个相似的、互不侵犯的人居聚落空间范

围，并以此社会单位为基础进行新的营建和扩

张。生产力和技术提高后，个体家庭作为核心

的社会组织单元淡化了家族血缘的限制，不同

家族的人们也逐渐聚居形成更为集中的、大范

围的人居聚落环境。此外，个体家庭组织强化

了私有的概念，进而人们更重视园地的开垦和

耕地的划分，影响了聚落内部生产空间的结构

和布局。

3.3   生计模式的跃进与适应

由于生态环境的限制，独龙族最初以游猎

为主的生计模式导致人们需要不断迁徙，生计

模式辐射范围遍及河谷区域。随后人们转向半

农耕半游猎的生计模式。这使他们得以定居并

形成固定的聚落人居环境，发展出“山水林田

村”的人居环境结构。长时间内的这种基础生

计模式促进了原始生存资料的积累，人口得以

增长，并随之带来聚落的经营与扩张。但由于

生产力与生产技术处于较低的水平，人们仍需

图4 生态环境与聚落空间格局关系演变示意图
Fig.4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pattern of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社会组织与聚落空间格局关系演变示意图
Fig.5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spatial pattern of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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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林和河流中进行捕猎采集活动，此时的生

计模式辐射范围覆盖了小流域内的大部分生

态环境区域。

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飞跃，独龙族形成

农耕生计主导模式。聚落由此扩大并丰富了固

定的生产空间。这极大地增加了单位面积的供

养人数，并促使聚落人居环境结构向集约型发

展。此外，农耕生计模式加速了原本家族社会

组织的解体，人们开始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

生产活动，生计模式辐射范围缩小到村寨范围

内。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下，林下种植与旅游

业的兴起进一步丰富了独龙族的生计模式，商

业、服务业等功能板块的引入推动了聚落人居

环境的不断调节和适应，形成更为复杂的复合

型聚落人居环境结构和布局（见图6）。

3.4   多元耦合的适应机制

生态、社会、生计这3大类因素都极大地促

成了独龙族聚落人居环境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形成一种民族性与地域性交错的复杂关系，展

现了“直过民族”在环境挑战下人地关系的

演变特征（见图7）。在独龙族聚落形成初期，

人们根据血缘关系聚居在一起抵御生存压力，

生态环境的影响贯穿整个聚落发展历史，确定

了聚落人居环境的大致范围，并为社会和生计

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组织也在相当长的历史

时段塑造着小流域的聚落空间形态与内部结

构，聚落的扩张导致人们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增

加，其作为生产活动的实施主体也对生计模式

转变起到关键影响。生计因素对聚落发展具有

直观的、周期性的重要影响，独龙族人民生活

质量的飞速发展与制度变化不但缓和了人地

关系，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

独龙族聚落人居环境不单是地域的生态

环境基础，人们在其中聚居并形成社会活动与

交往的单元，生计模式在传承与发展的同时也

维系着民族生存与代际关系。由此我们得出结

论，以生存压力为核心的生态—社会—生计耦

合机制对独龙族聚落人居环境具有重大影响，

并解释了聚落的适应过程与发展逻辑。

4 结语

在独龙族漫长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其聚

落营建方式与空间格局特征随着自然环境等

长时段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成型，随后在人口

扩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形成具

有独特的地方性特征的“直过民族”聚落人

居环境适应性耦合机制。政策介入后的独龙族

聚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扩张以及社

会、经济进步，但被压缩的社会进程导致人们

生产生活方式的急速转变，这也对自然生态和

文化信仰提出严峻的挑战。所以在未来的“直

过民族”乡村发展过程中需要注重以下3点：

（1）尊重自然，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和多样

性的基础上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缓解人地关

系矛盾的同时开展环境友好型的农耕和旅游

活动。（2）通过保留传统聚落格局、建筑形式

和传统节日等方式延续民族特有的社会文化，

同时帮助转型中的传统文化完成重新构建的

过程，以此加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3）延

续聚落人居环境“人—地”耦合的传统智慧，

在村落保护与发展中遵循适应性原则，创建一

个可持续的聚落人居环境。

本文通过聚落人居环境的时空演变和适

应性机制回应了“直过民族”核心的生存问

题，从长时间历史观的视角挖掘了独龙族生存

理性的内在逻辑。这对“直过民族”聚落人居

环境的深入认知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研究中可以将视野放大到对滇西北区域

中多个“直过民族”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多尺

度多民族的聚落人居环境的演化进程类别及

机制，对其空间特征进行深入探讨。

图7 “生态—社会—生计”耦合适应机制图
Fig.7  Mechanism map of coupled "ecological-social-livelihood" 
adapt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生计模式与聚落空间格局关系演变示意图
Fig6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mod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settlemen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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